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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组织氛围研究述评与展望

张晓怿，王云峰，于    巍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传统的一般氛围研究因过于关注对整体组织环境的感知，且在测量上过于宽

泛，易导致与其他变量在研究中的混淆，也使学者对其与结果变量间的关系观点不一。特定

氛围更关注组织的某种特定现象或行为，其测量更倾向于对组织特定战略目标的描述而非个

体对组织的情感，因而能将氛围与其他变量有效区别，且能对组织结果产生更好的预见作

用。特定氛围现已成为组织氛围研究领域的热点和方向，尤其近些年来，对不同特定氛围间

相互作用和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对特定氛围的实

证研究缺乏系统梳理。基于此，本文对特定氛围的概念、分类与测量方法进行了回顾，系统

梳理了特定氛围的前因和结果变量、中介和调节作用，根据过程性氛围与战略性氛围的不同

作用，构建了特定氛围实证研究模型。未来可加强对过程性氛围与战略性氛围的界定、不同

特定氛围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以及氛围强度调节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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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组织氛围是组织成员对所体验到的事件、政策、实践和过程，以及对被奖励、支持

和期望行为的共同感知（Ehrhart等，2014），按照关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一般组织氛围

（molar/generic climate）和特定组织氛围（focused/specific climate）①。前者因过于关注

员工对组织环境整体属性的感知，且测量过于宽泛（Schneider，1975），其研究存在以

下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氛围与其他变量（如工作满意度）在研究内容上存在重叠；第

二，学者们对一般氛围和其结果变量（尤其是组织绩效）间的关系观点不一致（Schneider
等，2013）。这两个问题束缚了组织氛围研究的发展。基于此，Schneider（1975）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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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将一般组织氛围简称为一般氛围，特定组织氛围简称为特定氛围。国内也有学者将特定氛围译作专指氛围，将一般氛围译作

泛指氛围，如范丽群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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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定氛围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氛围一旦有了特定指向，其测量更倾

向于对组织特定战略目标的描述（description）而非个体对组织的情感（affect），从而

使氛围少一些对态度的测量（Ehrhart等，2014）。同时，特定氛围更加集中于与特定结

果（如公平、安全）相关的维度上，提高了测量的效度，从而使氛围与组织结果的关系

更为密切（Schneider等，2013）。Ehrhart等（2014）认为，与一般氛围相比，特定氛围

具有以下三个优势：（1）能够明显地将氛围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2）维度更聚焦于

特定组织结果；（3）和结果变量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他们还认为，一般氛围可

视作特定氛围的基础（foundation），营造良好的一般氛围是将员工行为聚焦在特定组

织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普遍关注特定氛围，不论是研究个体层面的心理氛围，还

是群体层面的团队或组织氛围，都强调与一定的组织环境或行为结果相联系。但是纵观

国内外现状，已有研究综述（段锦云等，2014；Schneider等，2013）虽对特定氛围有所

涉及，但未展开系统论述，更缺乏对特定氛围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同时，对于特定氛

围的分类、测量，不同特定氛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结果变量的共同作用，以及氛围强

度不同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亟待厘清。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特定氛围的概念、分类和测量方法进行了梳理，其中重点分析

了战略性氛围与过程性氛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假设与实证依据。然后对近些年来

研究较多的几种特定氛围的前因、结果变量和中介、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在此

基础上系统构建了特定氛围的实证研究模型。最后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进行展望。

模型的建立丰富了组织氛围的理论体系，对特定氛围相关变量的分析与梳理则有助于组

织发现提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特定氛围的概念和分类

（一）特定氛围的概念

特定氛围是基于组织和管理者们对特定现象和行为的关注而产生的，是一般氛围在

特定现象和行为上的体现，与一般氛围的区别在于成员共同感知的对象从组织内的一般

政策、程序和实践转移到特定现象和行为，如公平、服务、安全等（Schneider，
1975）。表1列举了12种典型的特定氛围，目前研究较多的特定氛围包括建言氛围

（voice climate）、伦理氛围（ethical climate）、创新氛围（climate for innovation）、服

务氛围（se rv ice  c l imate）、公平氛围（ jus t i ce  c l imate）、安全氛围（sa fe ty
cliamte）等。正在成为研究热门的特定氛围包括劳动关系氛围（labor relations climate）、

多元化氛围（diversity climate）等。过去研究较少但值得深入研究的消极氛围，如虐待

氛围（mistreatment climate）、政治氛围（political climate）、性骚扰氛围（climate for
sexual harassment）、领导氛围（leadership climate）等领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二）特定氛围的分类

同一组织内部有多种氛围，彼此关联，共同作用（Ehrhart等，2014）。因此，对特

定氛围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探讨不同特定氛围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组织绩效的共同影

响，有助于发现影响组织绩效的关键氛围，但目前关于特定氛围分类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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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定氛围在组织中的作用，Ehrhart等（2014）将特定氛围分为过程性氛围

（process climates）和战略性氛围（strategic climates）。过程性氛围聚焦于发生在组织

内部的，作为日常管理运行的一部分的内部过程（internal processes），包括公平氛围、

伦 理 氛 围 和 多 元 化 氛 围 等 。 战 略 性 氛 围 关 注 那 些 能 够 通 过 外 部 准 则 （ ex t e r n a l
criteria）来测量的某种特定战略结果，包括服务氛围、安全氛围和创新氛围等。同时他

们还认为，过程性氛围能够帮助组织成员感知组织的一般氛围，这个过程反过来又为战

略性氛围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战略性氛围能够更加近距离地预见组织的结果。也就是

说，过程性氛围对战略性氛围的产生起到了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

氛围最终要对组织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根据图1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如下两个假设：

战略氛围在过程氛围和结果变量间起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和调节作用（如图3所示）。

表1    主要特定氛围及代表性定义

引用文献 特定氛围概念 代表性定义

Cullen等（1993） 伦理氛围
组织在处理伦理问题上的特征，是组织成员在什么
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应该如何处理伦理问题两方面
所形成的共同感知

Anderson和West（1998） 创新氛围 员工对影响自身创造力施展的工作处境的共享感知

Schneider等（1998） 服务氛围
员工对于组织所提倡与给予奖励的服务方面的政
策、程序与行为的共同感知

Griffin和Neal（2000） 安全氛围 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安全价值观的个体感知

Chen和Bliese（2002） 领导氛围
员工对领导者为其提供的工作任务的指导和社交性
情感的支持的共同感知

Meares等（2004） 虐待氛围
员工对社交、分配、程序和系统中不公平现象的感
知

Gettman和
Gelfand（2007）

性骚扰氛围
员工对工作中因业务需要而感受到的来自顾客的性
骚扰行为的感知

Morrison等（2011） 建言氛围 团队成员对建言行为所产生影响的共享感知

崔勋等（2012） 劳动关系氛围
员工对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心理感知，分为劳资双
赢氛围、劳资对立氛围和员工参与氛围三个维度

Landells和
Albrecht（2013）

政治氛围
员工对与组织招聘、决策、目标达成、资源分配等
相关实践的分享感知

Haynie等（2014） 公平氛围
程序公平氛围是员工对政策和程序执行程度的共同
感知；分配公平氛围是员工对奖励、认同和其他成
果分配程度的共同感知

Chung等（2015） 多元化氛围
员工对公平对待和不考虑背景而被整合至工作环境
的共同感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过程性氛围对战略性氛围产生过程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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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为战略性氛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Wallace等（2006）认

为基础氛围（foundation climate）能通过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来降低职业事故，在其研

究中包含两种基础氛围：组织支持和领导—成员关系，且二者都对安全氛围具有正向作

用。McKay等（2011）通过对一家零售店的研究中发现，服务氛围在多元化氛围和顾客

满意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在这两项研究中，基础氛围和多元化氛围即是Ehrhart等
（2014）所指的过程性氛围，而安全氛围和服务氛围则是指战略性氛围。Wallace等人

和McKay等人的研究，是对不同特定氛围间相互作用及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较早的研

究，为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Kuenzi和Schmike（2009）根据动机模式的类别将特定氛围分为四类：

行为导向氛围（如伦理氛围、公平氛围）、投入氛围（如参与氛围、支持氛围、授权氛

围）、发展氛围（如创新氛围、创造力氛围）和核心操作氛围（如服务氛围、安全氛围）。

段锦云等（2014）根据特定氛围的性质将特定氛围分为积极组织氛围（如创新氛围、服

务氛围）和消极组织氛围（如虐待氛围、政治氛围），并认为消极组织氛围对组织结果

产生的负向影响可能会更大，更应该引起组织和管理者们的关注，因此探讨消极组织氛

围对组织结果的负面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

三、特定氛围的测量

（一）特定氛围的属性

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认为，源于个体层面的认知、情感、行为和其他特

征，能够通过交互作用得以放大而表现为一个更高层面（如团队或组织）的共同结构

（段锦云等，2014）。将此理论应用到组织氛围研究中可以得出，个体对工作环境的感

知通过涌现形成了共享的氛围，即氛围是一个由个体层次聚合（aggregate）到团队或组

图2    战略性氛围对过程性氛围和结果变量的中介作用

图3    战略性氛围对过程性氛围和结果变量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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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层次的概念。心理学中关于不同层次概念的合成模型（composition model）为组织氛

围由个体层次聚合到更高层次提供了基础。在Chan（1998）总结的五种组织氛围合成模

型中①，与氛围水平（climate level）相关的是直接一致性模型和参照点转换一致性模

型。在直接一致性模型中，当个体层次的氛围感知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时，认为群体

水平上存在共享的氛围；成员之间氛围感知的差异较大时，则认为群体水平不存在共享

的氛围（蒋丽等，2012）。参照点转换模型与直接一致性模型的不同在于参照点从个体

变为团体（于海波等，2004）。在离散模型中，氛围感知的组内一致性系数不再是聚合

的前提条件，成为一个独立的构念：氛围强度（climate strength）②。在实际测量中，氛

围水平是氛围得分的平均数（average climate ratings），通常用积极（positive）或消极

（negative）来表示；而氛围强度是氛围得分的方差（the variance of climate ratings），

通常用强（strong）或弱（weak）来表示（Lindell和Brandt，2000；Schneider等，

2002）。在进行数据聚合时，需要考虑组内一致性系数和评分者间效度（Schneider等，

2013）。前者最常用的指标是James等（1984）提出的Rwg，后者则多用ICC（1）和

ICC（2）。但仅对组内一致性检验不能完全证明共享结构的存在，还需考虑组间差异，

即提倡Rwg指标和ICC指标同时使用（Yammarino和Markham，1992）。

关于氛围水平和氛围强度间的关系，Lindell和Brandt（2000）研究发现，氛围水平

和氛围强度之间存在倒U形结构关系（如图4所示）。在该图中，氛围强度用方差表

示，数值越低，表示组内差异性越小，一致性越高，氛围强度越高。当氛围水平（横坐

标）处于最低或最高值时，表示成员对氛围的感知完全一致（所有成员认为组织氛围是

消极的或积极的），此时氛围强度（纵坐标）最强；当氛围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时，表示

成员对氛围感知的一致性最低（一半成员认为组织氛围是积极的，另一半认为是消极的），

此时氛围强度（纵坐标）最弱。

资料来源：Lindell和Brandt（2000）。

图4    氛围水平和氛围强度的关系

① 即相加模型、直接一致性模型、参照点转换一致性模型、离散模型、过程模型。

②  也有学者把氛围水平称作氛围质量（climate quality），把氛围强度称作氛围一致性（climate consensus），如Lindell和
Brand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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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氛围量表

由于早期一般氛围是以组织环境的整体性为测量对象，量表项目的涵盖面广，难以

预见组织特定现象或行为（Schneider等，2013），很多学者开发了针对某种特定氛围测

量的量表。可以看出，这些量表在特定氛围的维度划分和问题设置上更加针对与该领域

相关的特定现象或行为，如服务氛围量表更加关注员工服务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交流能

力，安全氛围量表倾向于测量员工对组织的安全管理、规定和培训的感知，公平氛围量

表通过组织在程序、分配、交互等过程中的公平程度来体现，创新氛围量表则多集中在

挑战、冒险、自由和支持等方面。表2梳理了几种目前主流特定氛围研究的经典量表，

其他特定氛围量表还有如Cullen等（1993）的伦理氛围量表、Morrison等（2011）

的建言氛围量表，以及Herdman和McMillan-Capehart（2010）的多元化氛围量表等。

四、特定氛围的实证研究

（一）特定氛围的前因变量

特定氛围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层次的领导行为、领导特质和领导—团队权力距

离价值观等，以及团队/组织层次的团队/组织特征和文化。表3梳理了近年来特定氛围前

因变量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

1. 领导行为。领导行为对特定氛围的发展和变革存在重要的影响，对二者间关系的

研究始终是组织氛围领域的研究热点。特定氛围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开始将特定领导行

表2    特定氛围经典量表

特定氛围名称 引用文献 量表名称 主要内容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

综合服务氛围量表
（GSCS）

整体服务氛围、顾客导向、管理实践、顾客
反馈

安全氛围

Griffin和
Neal（2000）

安全氛围量表 管理价值观、交流、培训、安全体系

Zohar（2000） 群体安全氛围量表
典型题目如“当上司根据安全规定认为我的工
作做得好时，他总是会表扬我”

Zohar和
Luria（2005）

多层次安全氛围量
表（MSC）

分组织和群体两个子量表，分主动性实践、
前瞻性实践和描述性实践

公平氛围
Niehoff 和
Moorman（1993）

组织公平氛围量表 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交互公平

Colquitt（2001） 公平氛围量表 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交互公平、信息公平

创新氛围

Siegel和
Kaemmerer（1978）

创新支持量表
（SSSI）

领导力、所有权、多样性规范、持续发展、
一致性

Ambile等（1996）
创新氛围评估量表
（KEYS）

有利因素：组织促进、领导促进、团队支
持、资源丰富、民主、挑战；不利因素：组
织障碍、工作压力；规范因素：创造力、生
产力

Anderson和
West（1998）

团队创新氛围评估
量表（TCI） 愿景、参与安全感、任务导向、创新支持

Mathisen和
Einarsen（2004）

创新氛围评估问卷
（CCQ）

用于测量促进或阻碍创造或创新的组织情境

刘云等（2009） 创新氛围量表
团队支持、任务特征、资源供应、主管支
持、组织理念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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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特定氛围前因变量研究

引用文献 前因变量 研究样本
采用特定氛围概

念及测量量表
主要结论

Conquit等
（2002）

团队规模、团队
多样性、团队集
体主义

6家汽车制造企
业88个工作团队
的1747名员工

程序公平氛围
Colquitt（2001）
量表

团队规模与程序公平氛围显著
负相关；团队集体主义与程序
公平氛围显著正相关；团队多
样性与程序公平氛围关系不
显著

Schneider等
（2005）

服务型领导
美国东部56家超
市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量表

关注服务的领导更倾向于营造
良好的服务氛围

刘惠琴和张德
（2007）

魅力型领导
国内13所高校的
79个学科团队
607名领导和成员

创新氛围
自编19题量表

魅力型领导行为和能力与团队
创新氛围正相关；团队创新氛
围中介魅力型领导行为和能力
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

Erben和
Güneşer（2008）

家长式领导
伊斯坦布尔不同
行业的142名员工

伦理氛围
Cullen（1987）
量表

家长式领导与伦理氛围显著正
相关，伦理氛围中介家长式领
导对组织承诺的作用

Herdman和
McMlilan-
Capehart（2010）

关系价值观、程
序多样化、种族
伦理异质性

美国254家旅馆
的3578名员工

多元化氛围
自编3题量表

关系价值观和程序多样化与多
元化氛围显著正相关；种族伦
理异质性对多元化氛围影响不
显著

Hong等（2013） 组织文化
19个顶级期刊的
58篇关于服务氛
围的实证研究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量表

以服务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实践
和以服务为导向的领导力与服
务氛围的相关程度更高

Cole等（2013） 权力距离价值观
中国两家服务公
司的78个团队

程序公平氛围
Moorman
（1991）量表

当领导权力距离价值观的作用
大于团队权力距离价值观的作
用时，程序公平氛围会显著下
降

王永跃和祝涛
（2014）

伦理型领导
浙江和江苏高新
技术企业的
379名员工

伦理氛围
Victor和
Cullen（1988）
量表

伦理型领导与工具主义伦理氛
围负相关；工具伦理氛围中介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
的作用

Iljins等（2015） 创业导向
江苏省97家企业
的412名员工

创新氛围
刘云等
（2009）量表

创业导向水平较高的组织有助
于创新氛围的形成；创新氛围
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心理授权
促进雇员创新行为

容琰等（2015） 领导情绪智力

国内一家金融服
务企业的74位团
队经理和472名
下属

公平氛围
Colquitt（2001）
量表

公平氛围的不同维度在领导情
绪智力和团队绩效间的中介作
用有所不同

Jiang等（2015）
服务导向高绩效
工作系统、服务
型领导

中国一家知名鞋
类企业142家零售
店的569名员工和
142名管理者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量表

服务导向的HPWSs和服务型领
导均对服务氛围具有正向影
响，且二者的交互作用会降低
彼此对服务氛围的正向影响

Nielsen等
（2016）

建设型领导、破
坏型领导

挪威两家海洋劳
动工会的1017名
员工

心理安全氛围
Zohar和
Luria（2005）
量表

建设性领导与心理安全氛围显
著正相关；破坏型领导与心理
安全氛围显著负相关；随着时
间变化，这两种相关存在一种
反向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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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特定氛围结合研究。这是因为理解氛围是如何产生并向员工传递一个重要特定战略

命令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研究领导针对这种特定战略命令而实施的行为（Ehrhart等，

2014）。Hong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般领导行为和以服务为导向的领导行

为对服务氛围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后者对服务氛围的影响作用更大。其他研究还有家长

式领导和伦理氛围（Erben和Güneşer，2008）、服务型领导与服务氛围（Schneider等，

2005）、建设性领导和破坏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氛围（Nielsen等，2016）等。

2. 领导特质。刘惠琴和张德（2007）认为，管理者的魅力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科研环

境，激发成员的创新能力。容琰等（2015）认为，高情绪智力的领导能够形成有序的成

员交往环境，营造良好的公平氛围。

3. 领导—团队权力距离价值观。Cole等（2013）认为，当领导与团队的权力距离价

值观一致时，团队程序公平氛围高，而当领导权力距离价值观的作用大于团队权力距离

价值观的作用时，程序公平氛围会显著下降。

4. 团队特征和团队文化。Colquitt等（2002）认为，集体主义对程序公平氛围具有

正向作用；团队规模对公平气氛具有负向作用；团队多样性与程序公平氛围则关系不显

著。Herdman和McMillan-Capehart（2010）认为，团队关系价值观和程序多样化与团队

多元化氛围显著正相关。

5. 组织特征和组织文化。Jiang等（2015）认为，服务导向的高绩效工作系统和服务

型领导均对服务氛围具有正向影响。Iljins等（2015）在研究组织文化对组织氛围的影响

作用时，将组织文化分为五个维度，得出对组织氛围影响最大的7个因素。

（二）特定氛围的结果变量

与一般氛围相比，特定氛围的结果变量更加针对组织的某种特定现象或行为（如创

新、安全等），从而能够对特定组织绩效产生更大的影响作用。表4梳理了近年来对特

定氛围结果变量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

1. 员工态度。特定氛围能够对员工的组织承诺（Van Vianen等，2011）、工作满意

度（崔勋等，2012）、工作投入（Chaudhary等，2014）和敬业度（郝云宏等，

2015）产生显著影响。

2. 员工行为。特定氛围能够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Ehrhart，2004）、创新行为

（杨付和张丽华，2012）、服务行为（Hong等，2013）、道德行为（王永跃和祝涛，

2014）等产生影响。

3. 顾客满意度。Schneider等（2005）认为，服务氛围对顾客满意度具有直接的正向

作用，亦能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公民行为（customer-focused OCB）对顾客满意度

间接产生影响。Dietz等（2004）在对美国一家商业银行的160家分行的研究中发现，服

务氛围对顾客满意度具有正向作用。

4. 员工绩效。张若等（2009）认为，服务氛围能够正向作用于员工的角色内、外服

务绩效。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工作压力感越强，服务氛围对角色外绩效的作用越小，而

组织认同越高，服务氛围对绩效作用越大。

5. 团队/组织绩效。特定氛围能够对绩效产生直接影响（Panuwatwanich等，2008；

张若勇等，2009），也能通过员工态度或员工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对团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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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绩效产生间接影响（Sora等，2013；隋杨等，2012）。

表4    特定氛围结果变量研究

引用文献 结果变量 研究样本
采用特定氛围概

念及测量方法
主要结论

Dietz等（2004） 顾客满意度
美国一家零售银
行的160家分行的
8120名员工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量表

顾客接触频率越高，服务氛围
对顾客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大

Ehrhart（2004） OCB 美国东部249家杂
货店的员工

程序公平氛围
Colquitt（2001）
量表

程序公平氛围与利他OCB和服
从OCB均显著正相关

Schneider等
（2005）

服务型领导
美国东部56家超
市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

服务氛围对顾客满意度具有直
接的正向作用，能通过以客户
为中心的组织公民行为对顾客
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

Panuwatwanich等
（2008）

创新扩散，
企业绩效

澳大利亚57家建
筑工程企业的
181名员工

创新氛围
Patterson等
（2005）量表

创新氛围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
关；创新氛围只有通过创新文
化的中介作用才对创新扩散具
有影响

张若勇等
（2009）

服务绩效
陕西、浙江5家商
业银行的397名一
线员工

服务氛围
Schneider等
（1998）量表

组织认同正向调节服务氛围和
服务绩效间的关系，工作压力
感负向调节服务氛围和服务绩
效间的关系

Van Vianen等
（2011）

组织承诺
荷兰不同工厂
48个工作团队的
419名员工

奖励、创新、
合作Van-Vianen
（2000）量表

当组织存在较高的氛围水平
时，氛围强度才会调节个体氛
围感知和组织承诺间的关系

杨付和张丽华
（2012）

创新行为
国内13家大型企
业75个团队的
334名员工

工作不安全氛围
Hellgren和
Sverke（2003）
量表

工作不安全氛围与团队成员创
新行为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
U型非线性关系

隋杨等（2012）
创新效能感，
团队绩效

国内一家大型信
息技术高科技企
业51个团队的
188名成员

创新氛围
TCI量表

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
影响

崔勋等（2012） 工作满意度
国内60家企业的
1607名员工

劳动关系氛围
参考Bennett等人
的研究自编量表

劳资双赢氛围显著提高员工的
外在工作满意度；劳资对立氛
围显著降低外在工作满意度；
员工参与氛围对外在工作满意
度无显著影响

Sora等（2013）

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
工作投入，
组织信任

西班牙20家工
业、教育和零售
商的428名员工

工作不安全氛围
De Witte
（2000）量表

工作不安全氛围与四个结果变
量均显著负相关，不安全氛围
越强，对四个结果变量的负相
关程度越高

Chaudhary等
（2014）

工作投入
印度28个不同组
织的375名员工

人力资源管理
氛围（HRDC）
Rao和Abraham
（1986）量表

氛围强度只对HRDC四个维度
中的一个维度（管理者对
HRD的信任和承诺）与工作投
入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郝云宏等
（2015）

员工敬业度
温州民营制造业
的219名员工

伦理氛围
Schwepker
（2001）

组织伦理氛围能够通过组织支
持感、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
对员工敬业度产生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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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氛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特定氛围在领导力和员工行为间（Schneider等，2005）、领导力和团队

绩效间（容琰等，2015）、领导力和员工态度间（Hong等，2013）、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和员工行为与员工态度间（Hong等，2013），以及团队规模、团队异质性、团队集

体主义和团队绩效间（Conquitt等，2002）均具有中介作用。Walumbwa等（2010）将程

序公平氛围和服务氛围同时作为中介变量，发现两种氛围部分中介服务型领导对组织公

民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未来可以加入其他特定氛围（如安全氛围），以进一步解释服务

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

近些年，对特定氛围调节作用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研究表明，特定氛围能

够对领导行为与创造力间（Chen和Hou，2016）、领导—成员交换与组织绩效间

（Hofmann等，2003；Haynie等，2014）、团队/组织支持感与亲社会服务行为间

（Wang，2012）、个体层面特征/满意度与建言行为间（Morrison等，2011）、团队断

裂强度与伦理行为间（Chung等，2015）、自我效能和群体认同与服务绩效间

（Chen等，2015）、需求动机与职场关系网络构建行为间（吴湘繁等，2015），以及多

元化氛围和顾客满意度间（McKay等，2011）起调节作用。表5梳理了近年来对特定氛

围调节作用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

表5    特定氛围调节作用研究

引用文献 自变量 因变量 研究样本
采用特定氛围概

念及测量方法
主要结论

Wang（2012）
组织支持
感，团队支
持感

亲社会服
务行为

台湾一家超市
14个连锁店的
197名员工

服务氛围
Schneider
（1998）量表

服务氛围正向调节组织支
持感和团队支持感与亲社
会服务行为间的关系

Hofmann等
（2003）

LMX 安全公民
行为绩效

美国军队的
127名运输专业
队成员

安全氛围
Zohar（1980）
量表

当存在积极的安全氛围
时，LMX对安全公民行为
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Haynie等
（2014）

LMX 公平绩效
美国一家企业
27个车间的
90名员工

公平氛围
Niehoff和
Moonman
（1993）量表

程序公平氛围只有通过分
配公平氛围的中介作用才
会在公平氛围和公平绩效
间起调节作用

Chen和
Hou（2016）

伦理型领导 创造力

台湾一家政府
R&D机构的
8700名官员和
员工

创新氛围
TCI量表

创新氛围在建言行为和创
造力间具有直接调节作
用，在建言行为对伦理型
领导和创造力间的中介作
用起间接调节作用

Morrison等
（2011）

个体层面
特征、个体
层面满意度

建言行为
印度一家化工
企业的42个团
队的253名员工

建言氛围
Lepin等
（1998）量表

建言氛围调节个体层面特
征与建言行为间的关系，
而在个体层面满意度与建
言行为间的影响不显著

Chung等
（2015）

团队断裂
强度

伦理行为
22个国家76个
工作团队的
1652名员工

多元化氛围
自编8题量表

团队的多元化氛围越积
极，团队断裂强度对伦理
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小

吴湘繁等
（2015）

需求动机
职场关系网
络构建行为

国内某高校
MBA学院的
281名学生

政治氛围
马超
（2006）量表

组织政治氛围对强化成就
需求动机和亲和需求动机
与员工组织内、外职场关
系网络构建行为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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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定氛围实证研究模型

陈维政和李金平（2005）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氛围研究综合模型

（如图5所示），为组织氛围实证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随着组织氛围研究的不断深

入，组织氛围的前因和结果变量日益丰富，变量间的关系越趋复杂，原有模型已不能完

全表达组织氛围的研究过程。

通过前文对特定氛围前因和结果变量的梳理，结合战略性氛围对过程性氛围的中介

和调节作用，在陈维政和李金平（2005）的模型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特定氛围的实证研

究模型（如图6所示）。与以往研究不同，在该模型中，特定氛围被分作过程性氛围和

战略性氛围。过程性氛围能够通过战略性氛围的中介作用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过程性

氛围和战略性氛围都既能直接对团队/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也能通过员工态度、员工行

为和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影响团队/组织绩效；在调节作用方面，氛围强度能够对过程

性氛围或战略性氛围和结果变量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而战略性氛围还可作为过程性氛

围与结果变量间的调节变量。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回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安全、创新、服务、公平、建言、伦理等

氛围是特定氛围研究领域的热点，一些新兴氛围（如劳动关系、多元化等）和过去较少

被人关注的消极氛围（如虐待、性骚扰等）也正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第二，在特定

氛围分类方法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其分为过程性氛围和战略性氛围，后者对前者具有

中介和调节作用。第三，特定氛围有氛围水平和氛围强度两个属性，二者存在倒U形相

续表5

引用文献 自变量 因变量 研究样本
采用特定氛围概

念及测量方法
主要结论

McKay等
（2011）

多元化氛围 顾客满意度

美国一家大型
零售企业的
59592名员工和
120万名顾客

服务氛围
McKay
（2008）量表

服务氛围对多元化氛围和
顾客满意度间的关系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

Chen等
（2015）

自我效能、
群体认同

服务绩效
中国30家美发
店的238名发型
师和470名顾客

竞争氛围
Brown等
（1998）量表

竞争氛围正向调节自我效
能和服务绩效间的关系，
在群体认同和服务绩效间
不起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资料来源：陈维政和李金平（2005）。

图5    组织氛围研究综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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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者们对氛围强度的调节作用观点不一。第四，相对于一般氛围，特定氛围的维度

更加聚焦于某种特定组织结果，量表也更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对结果变量起到更好地

预测作用。第五，实证研究方面，特定氛围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领导行为、领导特质、

领导—权力距离价值观和团队/组织特征和文化；结果变量也可以从个体和团队/组织层

面加以区分；特定氛围能够中介和调节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

现有研究仍存在许多发展空间：第一，特定氛围概念繁多，且在日益增长。但一直

缺乏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第二，目前实证研究，以定量方法居多，而采用定性方法

和两种方法结合的研究较少。第三，国内学者在研究特定氛围时，多是直接采用国外的

量表，或是对其改编，有些量表是否适应我国国情有待商榷。第四，目前对群体层面特

定氛围的研究多集中在团队上，而忽视了像兴趣小组、社团等非正式群体内同样能形成

特定氛围。第五，对积极氛围（如公平氛围、安全氛围）的有利影响，而对消极氛围

（如虐待氛围、性骚扰氛围）可能造成的不好结果的研究较少。

（二）研究展望

第一，过程性氛围与战略性氛围的界定问题。此问题直接关系到不同特定氛围间相

互作用和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的研究。Schneider关于过程性氛围和战略性氛围的分类，

能够很好地发现不同特定氛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结果变量的共同作用，可视为特定氛

围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哪些氛围属于过程性氛围或战略性氛围，作者没有给出

一个固定标准。因此，对过程性氛围和战略性氛围的分类标准研究存在较大空间。

第二，特定氛围的量表问题。对特定氛围尤其是近些年新出现的特定氛围（如虐待

氛围、政治氛围、多元化氛围等）的量表还有待开发。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来

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员工越来越多地涌入我国，由此营造的组织氛围可能不会与我国的文

化相适应。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适合本土研究的量表将会很有意义。

第三，特定氛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问题。由于一个组织内不只有一种氛围，而

是多种氛围并存且共同作用，因此探讨此问题十分有意义。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属起步阶

图6    特定氛围实证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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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关实证研究不多。未来研究可从哪些特定氛围对组织发展起主要作用、不同特定

氛围间是否还存在中介变量等方面展开。

第四，氛围强度的作用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氛围强度并非对特定氛围和其结果变

量的关系都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对于氛围强度调节作用的研究有待深入，尤其是对氛围

强度的消极作用研究。另外，氛围是不是越强越好等问题值得考虑。Dawson等（2008）

研究发现，氛围强度对组织绩效存在非线性相关，强氛围有利于组织绩效，但过强的氛

围则会令高层管理者过度控制（overly controlling）和过于苛刻（heavy-handed），限定

员工的自主和创新能力。Ehrhart等（2014）认为，过强的组织氛围会使员工过于相似

（homogeneous），从而不能用创新的方法应对挑战。由此可见，氛围并非越强越好，

尤其是对于提倡创新的组织来说，过强的组织氛围会束缚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

组织绩效。即便是对存在积极氛围的组织，当氛围强度达到一个“度”时有可能导致负

面效应。对这个“度”的把握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第五，特定氛围实证研究模型问题。本文所提模型是基于对特定氛围相关实证研究

的梳理，在前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目的在于直观表达特定氛围与其他变量

间的关系，呈现一个较为系统的特定氛围的作用与被作用过程，从而为以后学者们的研

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现有关于不同特定氛围间相互作用和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的研

究很少。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战略性氛围对过程性氛围不起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的研究，

但这两种关系还有待进行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继续丰富特定氛围的前因和

结果变量、特定氛围对团队/组织绩效的中介变量，以及特定氛围的被调节作用变量等

方面，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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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too much and has an excessively wide measurement range，so it is easy to lead to the
confusion with other variables in the study and mak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ar climate and the outcomes variables. While focused climat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a
specific phenomenon or behavior and its measurement is prone to describe special strategic goals of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the affect  of individuals，it  can be distinguished effectively from other
variables and can better predict the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Focused climate has become the hotspo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area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research，and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focused climates and the combined role of different
focused climates in the outcome variabl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ut it is
short of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focused climates. Accordingly，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ocused climates，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antecedents，outcomes &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focused climates，and constr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model of focused climat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ole of process-based and
strategy-based climates. Future research can place empha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process-based and
strategy-based climates，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focused climates and the combined role of different
focused climates in the outcome variables，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limate strength.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limate；focused climate；molar climate；climate level；climate
strength

（责任编辑：子  文）

 

特定组织氛围研究述评与展望

79


